千年丝绸创基业

                           周 德 华

吴江地处太湖之滨，境内平畴沃野，气候温和湿润，宜于蚕桑的自然生长。从各地出土的纺轮、骨针推断，早在新石器时代吴江先民们就已栽桑养蚕，并从事原始织造。1959年，梅堰出土的黑陶罐上刻有丝绫纹和家蚕图形，乃是祖先对蚕神的崇拜和远古蚕织的明证。
自春秋经秦汉至唐代，吴江早期丝织工艺有所进步，唐时吴江盛产绫，成为贡品，其时吴江曾属江南之吴郡，正德《姑苏志》载：“绫，诸县皆有之，而吴江为盛。唐时充贡，谓之吴绫。”《旧唐书》载：“天宝中吴郡贡方纹绫，大历六年禁织龙凤、麒麟、天马、辟邪等纹，其薄而鸾鹊纹者充装饰书画之用。”其时吴郡所贡之吴绫，以吴江地区为代表，而在唐代宗大历六年(771)以前已能织造出龙凤、麒麟等复杂的花型织物。相传晚唐诗人陆龟蒙曾寓居在震泽、庙港一带，其诗作中有“桑柘含疏烟，处处倚蚕箔”及“尽趁晴明修网架，每和烟雨掉缫车”之句，足见当时吴江地区之养蚕缫丝业已相当普遍。

绫之外，丝、纩(丝绵)、绢、绸、帛等亦一直是古代吴江丝绸的大宗产品和实物贡赋，志书上曾记载北宋祥符中，上贡夏税绢9600匹，绸450匹，纩7600斤。北宋、元、明三代仅贡丝一项，每年平均都在4.5万两以上。
明太祖奠基之初，即下令天下：“凡民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种桑，出绢一匹。”志载：吴江境内在洪武二年(1369)有桑18033株，至宣德七年(1432)增至47746株。六十三年间增长了2.65倍。社会经济繁荣的“洪宣盛世”，也正是吴江蚕桑丝绸勃兴时期。明代官营丝织业有所发展，专为官府朝廷织造，如弘治年间吴江县衙门已有籍名在官之丝织匠役77户。而服役于苏州府织染局的轮班丝织工匠多达267户，其中有腰机匠、绵匠、染匠、络丝匠、络纬匠、攒丝匠、挽花匠、织匠等。官府织造工场规模较大，内部劳动分工明确，有利于织造技术的提高。
随着东南沿海的开发，商事日渐繁阜，丝绸贸易尤甚，致使“丝绵日贵”， 至明中后期， 一斤蚕丝可抵大米3石(每石156市斤)，养蚕获利甚丰，于是县境之南，蚕户越来越多，乡野广植桑株，几乎没有闲田旷土，现存古石桥楹联上尚能见到“桑麻蔽野”、“桑麻四野”、“两岸桑麻丰且稔”、“农桑兴大利”之句。于是太湖南岸成为我国重要的蚕丝产区，所产优质丝因名湖丝，或称辑里丝(江浙交界之辑里村，因水质清澄，缫出之丝为上品)， 此区中心的震泽镇成为蚕丝集散地。
明嘉靖年间，盛泽及其周边地区手工丝织业崛起，由男耕女织发展到妻络夫织，形成丝织专业户，至天启年间出现雇人织挽的专业丝织手工工场，机杼之声，通宵彻夜，盛泽乃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而受到中外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界的瞩目。
入清，丝绸之利日扩，震泽成为丝市，镇中丝行林立，茧丝上市之际，毂击肩摩，其丝市集中之上塘大桥至城隍庙一段街区，称为“丝行埭”。

盛泽成为绸市，四方商贾，辐辏云集。入市交易，日逾万金。一跃成为江南首屈一指的大镇，人口超过2万，无任何市镇所能企及。太平天国战乱期间，传统丝织城市南京、杭州、苏州、湖州等地几经战火洗礼，受创严重，而盛泽偏安一方，非兵家必争之地，损失轻微，各地丝绸商人纷纷到盛泽避难，携来资金，以致人口及经济实力倍增，据《吴船日记》载，晚清盛泽镇人口已逾4万。战后，1880年，江海关官员E·罗契到江南丝绸产地实地调查，其时盛泽丝绸业的织机拥有量和产量已超过传统丝织城市南京、杭州、苏州、湖州等地，一跃与苏州、杭州、湖州并称为中国四大绸市。与杭州、苏州、湖州等省城、府城相较，其实盛泽仅是县治以下一镇而已。由于江南三织造受创而产量剧减，晚清朝廷也曾直接派员到盛泽来置办“差货”，定织宫廷庆典用绸，数量至巨。清末，盛泽的丝绸业处于鼎盛期，宣统年间重建的白龙桥楹联上刻有“风送万机声，莫道众擎犹易举；晴翻千尺浪，好从饮水更思源”，乃是恰如其分的写照。
清代，震泽镇的丝业亦长盛不衰，成为江南著名丝市。
民国年间，吴江丝绸业步入工业化，1929年，震泽镇震丰丝厂建成开缫，拥有缫丝机416台，职工950人，时为吴江第一大厂。进入30年代后，继又开办开弦弓丝厂和平望制丝所，缫丝工业体系初成。
盛泽丝织业在民国初年引进日本制造的手拉织机和提花装置，步入半机械半手工操作，比之旧式手工织造工效提高一倍，织物门幅加宽，花色品种丰富。1916年，沈鹏创办了经成丝织厂，排设日式织机20台，拥有职工137人，由工场向工厂过渡。20世纪20年代末，盛泽电力织造兴起，不到10年，也即1937年11月盛泽沦陷前夕，盛泽共兴办了电力绸厂51家，其中民生绸厂拥有电力织机48台，工人逾百。王鸣泉拥有民生、新生、光华、大中华等4家绸厂，织机总数达128台，成为吴江最大的资本家。民国前期，盛泽丝绸商业资本基本完成向丝绸工业资本的转化，只可惜日军入侵盛泽打破了这一进程。此外，盛泽丝绸资本家还于战前在上海投资开设了22家绸厂，成为沪上绸业界之劲旅。
民国时期，吴江仅有榨油、碾米等农产品加工业、建材业和手工业，工业基础薄弱，而缫丝、织造为主体的丝绸工业则是举足轻重的产业。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对全国县级行政单位评定等级，吴江类属二等，昆山、太仓因其工业基础较弱而被列为三等。
抗日战争后因物价飞涨，民生萧条，盛泽丝织业步履艰难。缫丝业则毁于战火，恢复无望。
解放初期，盛泽丝绸厂家十之九停产，工人失业，丝绸市场不景气，政府指定国营纺织商业给予加工定织，以维持行业生存，渡过难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政府扶持，先是对行业进行改组，由分散而集中，由小而大，由个体而合作经营、联营，继而实行公私合营，至1958年形成“五新”格局(新生、新华、新光、新联、新民丝织厂，前四者为公私合营企业，后者为大集体企业)，均是千人左右的大厂。技术、设备的提升相应提升了丝绸产品的档次和质量，大部分出口产品质量上乘，而受到各级纺织主营部门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央纺织工业部看准了盛泽丝绸工业的潜力，先投资百万元，于1965年在新生丝织厂建成排设织机440台的力织车间，为全国之最，继而其余各厂亦得到中央和省的投资，扩建厂房和更新设备，使盛泽丝织厂处于全国同行的前列，1985年底，新民丝织厂率先引进日制喷水织机，继而各厂亦竞相引进各类无梭织机，10年之后，盛泽无梭织机拥有量居全国第一。90年代中期江苏省丝绸系统共有10家骨干大厂，其中吴江占了4家，产量几占全省之半。
吴江丝绸工业结构中县(市)属企业与乡镇企业平分秋色。
历来县境南部各乡镇素有织造传统。20世纪70年代，乡镇企业起步阶段受到县属企业的扶持驾轻就熟办起了社(乡、镇)队(村)办丝织企业，繁荣了农村经济，使农民初步脱贫。
十余年后， 乡办盛泽印染厂和吴江工艺织造厂脱颖而出成为名列全国前茅的大型乡镇企业。1992年末，盛泽乡镇企业的年产值超过10亿元， 由此盛泽镇被新闻媒体称为“华夏第一镇”。全县缫丝企业最多时发展到16家，其中仅一家是全民企业。 

由于盛泽的传统产业基础，外地商帮乃纷纷抢滩盛泽，前来投资设厂，其中以浙、闽、粤三省籍为多，在盛泽开设原料、纺织、印染、后整理和纺织机械企业者不下百家，占了半壁江山。
至20世纪末，吴江丝绸业已扩展成一个大规模的纺织产业集群，前有原料行业即化学纤维和缫丝业，主体为织造业，包括机织和针织，后有印染涂层等后整理行业，再向服装和饰物业幅射延伸，体系完整。
自古至今丝绸一直是吴江的经济支柱和产地百姓的主要生活来源， 如乾隆《震泽县志》称震泽丝业之兴衰为“有岁无岁之分也!”民国26年，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江苏省分会派专员顾钟华到吴江县作副业调查，其在报告中写道：“……盛泽人民之衣食，吴江四乡之富力，直接间接均由盛泽绸造成，关系特殊，为江南实业史上重要之一页。”近代震泽、盛泽丝绸经济的荣枯不仅直接影响到本镇，也直接影响到全县。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丝绸为吴江第一行业，其工业总产值平均居全县之半，创利亦大致相当，是全县的主要财政收入。即使到90年代由丝绸扩展而成的纺织业仍然举足轻重，成为三大支持产业之一(另二为电缆和电子)。丝绸纺织行业还吸纳了大量劳动力。
近代，丝和绸是吴江三大特产之二(另一为大米)。震泽丝市和盛泽绸市成为工商专业市镇而蜚声于世。
丝绸还是吴江传统出口商品。早在清代，震泽所产黄白土丝和丝经出口日本和欧美。盛泽所产盛纺输往日本和欧美，香云纱出口南洋群岛和印度支那半岛，高丽纱销往朝鲜。
建国以后，丝绸是吴江的大宗出口创汇商品，20世纪70年代后期吴江丝绸出口超过内销而成为我国重要丝绸出口基地，其中，新生丝织厂和新华丝织厂成为外贸出口专厂。1981年至1985年，吴江出口丝织品收购总值占全省收购总值的四分之一左右，而其中真丝绸出口约占全国真丝绸出口数的六分之一强。1982-1993年，吴江十二次蝉联江苏省县市外贸出口第一，也就是“十二连冠”，丝绸作为吴江主打出口产品，其功非小。
千年以来，吴江丝绸技艺不断提高，太湖沿岸蚕户不仅能养好蚕而且还能缫得好丝，湖丝为丝中上品，洁白晶莹，韧性好，抗力强。蚕娘凭手感就能分别缫出粗、中、细三个纤度的丝。19世纪下半叶为适应外国丝绸机织工艺，震泽双杨村村民创造了摇经工艺，制成丝经行销海外数十年。震泽所产丝及丝经在国内展博览会上多次得奖。
盛泽丝绸织物，最早于1910年在意大利都灵博览会获最优等奖，以后在1915年的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博览会和1926年的美国费城博览会上先后得奖，国内如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1915年的国货展览会、1929年的杭州西湖博览会，以及江苏物品展览会、全国合作产品展览会上频频得奖，其中西湖博览会上得奖项23项，专家评语极好。
建国以后丝绸实物评比始于1962年，当年，新生丝织厂和盛泽染厂合作生产的美丽绸获全国第一名，1964、1965两年又两次蝉联第一名(1963未评)。至1985年，吴江丝绸产品夺得15项第一，全国标样2项。其中1983年在杭州举行的全国丝绸实物评比中，参评产品9只，吴江一举夺得4只产品的第一，当年轰动了全国丝绸产业界，《浙江日报》除头版头条报道外，还三次发表社论及评论，号召浙江丝绸界向吴江盛泽学习。至1991年，吴江丝绸产品共获国家金质奖3项、国家银质奖4项，此外还有部优、省优数十项。

吴江丝绸行业的持续兴旺还在于物畅其流，如震泽辑里丝除被征作官府织造原料外还行销于国内各大丝织中心。明代则经广州和明州(宁波)出口。1843年上海开埠后震泽丝行、丝经行纷纷抢滩沪上，开设丝栈，直接向洋行兜售，震泽丝业公会还自办湖丝船，将丝货打包直接运往上海。
盛泽绸产在明末已经是“罗绮走中原”(周灿诗)，行销全国各地，并已飘扬过海，输往周边国家。
入清，丝绸之利日扩，以至“京省外国悉来市易”，“四方商贾，辐辏云集”，“日中交易，肩相摩，踵相接”。清代来盛泽经营丝绸的外帮客商有“粤闽滇黔，紫塞雁门”。为联络乡谊，外籍商客建有8所会馆，会馆之多在江南也仅常熟、嘉兴之大邑才有。
清乾隆年间，盛泽绸业公所出资在当时盛泽镇的最南端兴建庄面，租与绸庄和领户(丝绸经纪人)使用，每日清晨开庄收购来自江浙乡脚农民交售的手工绸。至清末已人满为患，拥挤不堪，徽宁会馆乃在庄面东南再增建徽州庄1座以扩容，两庄相连的街区盛泽本地人称之为“庄面上”是盛泽的经济心脏和繁华所在，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

鸦片战争后，盛泽绸商一改坐地待销的态势，争相到上海设立分庄或联号以拓展业务，再加上掮客，行庄多至数十家，商客多至五六百人，声势浩大，在上海绸业界被称为“盛泽帮”。1884年盛泽绸商联合浙江王江泾绸商在上海合建盛泾公所，盛泾公所与盛泽绸业公所联手开办庄船，逐日将绸产由水路运往上海。少数绸商还前往法国及南洋开拓业务。

20世纪50年代初，丝和绸为国家二类物资，由国营商业、供销社和外贸公司收购，纳入国家计划，各大厂按指令生产。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复苏，先是乡镇丝织业的兴起，继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个体丝织专业户重生，丝绸商品市场经济再度活跃，盛泽镇重现人稠物穰的繁荣景象。区位优势，加上传统影响，又一次成为江浙边境丝绸集散中心。1986年，适时应势，经过论证，吸取了“庄面模式”，在盛泽开办东方丝绸市场，20年来已发展成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专业交易市场。

由于吴江丝绸业之举足轻重，关乎全县的民生，历来受到官府和政府的重视和扶持，清乾隆五年(1740)，吴江县丞“移驻盛泽，以资弹压”，其实弹压者乃是加强管理之意。民间行会组织亦甚严谨，清代，震泽的丝业公会、盛泽的绸业、领业、丝业三大公所和八大会馆，民国时期的丝经、丝绸和电机同业公会等机构组织严密，行使行业内部的规范管理。1949年以后，吴江县(市)政府设置专业局和公司进行有效管理和扶持。

从吴江丝绸业衍生出来的丝绸文化，底蕴极为深厚，丰富多采，如丝绸诗词，楹联、谚语、传说、风尚习俗、行规、行话及度量衡制度等，乃是吴江文化宝库中之瑰宝。(本文照片由陆寿康提供。)
（作者简介：曾主编《吴江丝绸志》、参与编辑《吴江县志》、《江苏省志·蚕桑丝绸志》、《中国丝绸通史》。）

